“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标准走出去的贸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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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2009至2018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3类模式下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出口贸易总效应、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产品出口贸易效应以及域内贸易效应展开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标准走出去在3类模式下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出口贸易效应，在SITC分类产品上的出口贸易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具有显著正向的域内贸易互惠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在实施标准走出去过程中应注重标准合作、标准示范以及标准主导3类模式的协同推进战略，加强对标准走出去贸易互惠效应的宣传力度。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中国要在建立自有标准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标准走出去战略，逐步建立起与“一带一路”市场需求相匹配的高质量标准体系，通过标准示范效应推进出口贸易增长，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识到中国标准走出去是一项实现沿线国家贸易互惠共赢的利好政策，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中国标准；标准走出去；“一带一路”；贸易效应
中图分类号：G307；F742；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Trade Effect of Chinese Standards Expor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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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9]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nsnational panel data of 48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09 to 2018,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otal export trade effect, export trade effect of SITC products and intraregional trade effect of Chinese standard export under three types of standard cooperation, standard demonstration and standard domi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standard export under the three types of model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xport trade, the export trade effect of SITC product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traregional trade reciprocity effect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standards going global, Chin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strategy of standard cooperation, standard demonstration and standard dominance mode,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the reciprocal effect of standards export trad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andard go out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its own standards, gradually establish a high quality standard system matching the Belt and Road market demand, through the standard demonstration effect to promote export trade growth, and let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ealize that China's standard going global is a favorable policy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actic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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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规范国际贸易的基本工具，也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标准国际化呈现出逐步推进态势，开启了从标准引进来向标准走出去的战略转变，特别是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积极实施中国标准走出去战略，助推中国在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提升沿线国家经贸发展水平。因此，中国标准走出去已成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联通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评估中国标准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过程中的贸易效应？不同类别商品上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中国标准走出去是否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贸易互惠效应？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标准与贸易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但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标准走出去的贸易效应研究仍然付之厥如。基于此，本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标准走出去为研究起点，运用4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09－2018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出口贸易总量模型、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 ）细分产品出口贸易模型以及域内贸易总量模型，分别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3种标准走出去模式下的诸类贸易效应，揭示中国标准走出去带来的贸易效应总体和细分特征，进而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现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贸易互联互通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在标准的贸易效应方面较早展开研究，目前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文献，如Swann[1]在研究报告中提出使用计量方法探讨标准与贸易关系成为趋势，诸多研究发现国际标准的引用对出口国有利，但对进口国影响并不明确；Blind[2]研究认为国际标准比特定国家标准的贸易积极效应更强，有特定国家标准比没有标准更好。随着中国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程度日渐加深，国内学者也开展了标准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如周华等[3]总结出标准对贸易及福利影响的4种研究办法，即调查研究、计量研究、局部均衡分析及可计量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在优缺点分析的基础上为贸易争端的解决提出建议；杨丽娟[4]运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发现国家和国际标准量的增加对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均产生正面的作用，并提出应当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标准走出去贸易效应的研究逐渐增多，综合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聚焦标准走出去具体模式与测度方法和标准走出去的贸易效应特征两大方面。
1. 1  标准走出去的具体模式与测度方法研究
标准走出去的具体模式是标准国际化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孙敬水[5]将包括欧盟、美国和日本在内主要发达国家的标准国际化模式总结为争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领导权，并承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秘书处职务、培养国际标准化人才和从财政上大力支持国际标准化活动3个方面。刘明亮[6]认为标准一致化合作包括标准协调和标准互认模式。候俊军等[7]提出中国标准输出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一则通过提交ISO、IEC标准直接推动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二则通过工程承包和对外投资将“中国标准”品牌打入国际市场，发挥标准先行示范作用。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进一步将中国标准走出去模式概括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加强标准互认合作；通过对外援建示范基地并建立培训班等方式，在海外工程项目中推出中国标准；承担更多标准机构领导职务，提高中国标准制定话语权。此外，基于标准走出去的具体模式，学者们也对标准走出去的测度方法展开研究，如葛京等[8]以标准被ISO采用或直接颁布数量作为标准走出去的测度指标；刘淑春等[9]进一步采用中国实际承担ISO、IEC、国际电信联盟（ITU）的TC和SC秘书处数量作为国际标准制定和实施的代理指标。
1. 2  标准走出去的贸易效应研究
诸多研究认为标准的一致性过程有利于消除国别贸易壁垒，进而产生贸易促进效应，如唐锋等[10]指出，标准差距带来的技术壁垒问题会造成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Reyes[11]则指出而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是非关税壁垒消减的积极信号；杨丽娟[12]发现釆用国际标准比采用国家标准的贸易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贸易壁垒的作用则会相对减弱。此外，有学者发现经济体间技术标准差异造成的技术壁垒会使得标准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不同程度的贸易正向效应，如王婉如[13]基于“一带一路”背景建立寡头模型分析发现，虽然中国与其他贸易国之间技术标准差异较大，但是只要一方降低技术壁垒就会促进双方贸易，而如果双方同时降低技术壁垒则会更加促进贸易，改善双方社会福利水平。
相反，部分文献指出标准走出去也呈现出贸易抑制效应，并将标准走出去导致的贸易抑制效应归因于标准本身。如有学者认为，标准作为一种战略工具被有意用来限制竞争对手，从而使得标准的好处不能被同等共享[14]；而标准造成产品多样性的减少也会限制消费者选择，进而不利于贸易的发展[15]。Moenius[16]则基于不完全信息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进口国标准会导致较高的信息成本，进而可能会产生贸易抑制效应。此外，有学者提出标准过于严苛会阻碍贸易[17]，标准存量超过某临界值也会对贸易产生阻碍作用[18]。
以上总结了标准走出去的具体模式、可能的测度方法和贸易效应特征方面的研究进展。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主要建设者，推动标准走出去会有助于扩大“一带一路”域内投资和贸易规模，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深度和广度，但是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准走出去贸易效应定量化研究仍较少。因此本研究关注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具体模式，对标准走出去相关模式选取测度指标，测度和剖析中国标准走出去的贸易效应，以期为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加快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战略提供研究视角和政策建议。
2  中国标准走出去概述及相关假说
2. 1  中国标准走出去模式及测度指标选取
[bookmark: OLE_LINK17]将标准走出去模式分为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3种模式（见图1）。首先，标准合作是指签署标准化合作协议、参与国际标准会议和加强标准的外文翻译等模式。目前，中国已与哈萨克斯坦、蒙古、新加坡、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等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签署了85份标准化合作协议[19]。借鉴蒙永业[20]将中国历年组织实施与各国间标准化合作项目数量作为国内外标准化合作度指标，本研究选取是否为标准化合作协议签订国（SCA）作为标准合作模式的代理变量。
再者，标准示范是指在海外承包项目中使用中国标准的模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以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大型承包工程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以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模式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建设。EPC总承包模式相比直接采用施工承包模式，在工程设计、产品采购和施工任务中拥有更多的标准输出主动权，进而使得中国标准在中国企业海外承包项目建设中形成以资金带技术、以技术带标准的标准走出去示范模式，如中国援外成套项目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以及中老铁路等工程，均在项目中全部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中泰铁路、中马铁路也在项目中实现部分采用中国技术标准。借鉴蒙永业[20]将中国企业在境外项目采用本国标准建立示范基地数量作为标准采用度衡量指标的做法，本研究选取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FCP）作为标准示范的代理变量。
[bookmark: OLE_LINK8]最后，标准主导是指承担国际标准组织领导职务以提升标准制定话语权和推进标准实施的模式。TC/SC在ISO、IEC和ITU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拥有极其重要的话语权，任何一个国际标准提案只有经过2/3以上的TC/SC成员同意才能进行最终表决。1987年，中国开始承担首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到2018年，已承担85个秘书处工作。一般秘书处秘书也由相应机构人员担任，负责该TC/SC日常工作。需说明的是，各国在国际组织中任职数量并不同。借鉴刘淑春等[9]的做法，本研究采用中国承担TC/ SC秘书处数量（TIS）作为标准主导的代理变量。


图1  中国标准走出去模式及测度指标

2. 2  中国标准走出去的贸易效应机制理论与假说
为进一步定量化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标准走出去在贸易总量、细分产品以及“一带一路”域内国别层面上产生的贸易效应，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1）假说1：在出口贸易总量层面上，中国标准走出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
中国标准走出去通过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3类模式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技术壁垒压力，打通沿线国家市场渠道，推进沿线国家经贸互通，进而实现中国标准对沿线国家的正向出口贸易效应。
（2）假说2：在出口贸易细分层面上，中国标准走出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在细分产品层面上，一方面，各类出口产品之间本身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中国标准走出去涉及到多行业、多产品的技术规范问题，各类技术规范也存在着个体间的显著差异性，产品本身的差异性和技术规范的差异性将最终反映到SITC细分产品层面上，使得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出口贸易效应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3）假说3：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域内贸易层面上，中国标准走出去具有贸易互惠效应。
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互联互通是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源动力。本研究以中国域内进出口贸易总量为视角，考察中国标准走出去不仅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正向效应，还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域内的双向贸易产生互惠效应。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描述
3. 1  研究设计
传统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未能考虑到不同时期的残差相关性，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严重偏误，因此，为减少模型选择带来的内生偏误，本研究选取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考虑了个体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来估计标准走出去的贸易效应。在此，重点关注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3种走出去模式所产生的贸易合作效应、示范效应和主导效应是否存在及其作用方向，并试图在此基础上以交互项形式探寻标准走出去的有效模式。基准模型构建如下： 
  （1）
式（1）中：i表示国家， t表示时间；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中国对i国的出口贸易额；、、为3个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代表中国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3种走出去模式；、、分别代表标准走出去模式带来的合作效应、示范效应和主导效应；用来反映在标准合作框架下标准示范效应的显著性；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包含市场距离（）、市场规模（）和4个虚拟变量：是否为‘一带一路’国家（D1）、是否签订区域合作协定（D2）、是否接壤（D3）、是否具有文化认同（D4）；表示沿线国家个体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表示误差项。
3. 2  变量说明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涉及 “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共包括31个亚洲国家、12个欧洲国家、4个非洲国家和1个大洋洲国家，其中有14个高等收入国、31个中等收入国和3个低等收入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被解释变量。依次选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出口贸易总额（）、基于SITC分类产品的出口贸易额（EXi）以及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作为总量层面、细分产品层面以及域内贸易效应的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如前文所述，选取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模式对应的测度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包括。其中，是设1；否设0。
（3）控制变量。1）市场距离（）为开展贸易的两国首都距离；2）市场规模（）用“一带一路”沿线国经济的增长率表示；3）D1以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界，2013年后设1，之前设0；4）D2按签订设1，未签订设0；5）D3按与中国接壤设1，未接壤设0；6）D4按有孔子学院设1，无设0。
3. 3  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中用到的贸易数据额均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细分产品贸易额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标准化合作协议签订国数据来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外承包完成额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中国实际承担TC、SC秘书处数量来自历年《中国标准化发展研究报告》；市场距离通过使用距离计算器计算两国首都距离得出的；市场规模来自WDI数据库；区域贸易协定签订情况数据来自WTO官网；文化认同情况数据来自国家汉办官网。各变量定义及相关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TR
	进出口贸易总额
	480
	8. 802
	1. 769 
	4. 329 
	12. 655 

	lnEX
	出口贸易总额
	480
	8. 266
	1. 634 
	4. 285 
	11. 597 

	SCA
	标准合作
	480
	0. 458 
	0. 499 
	0
	1.000

	lnFCP
	标准示范
	473
	5. 655 
	2. 280 
	−3. 507 
	9. 336 

	lnTIS
	标准主导
	480
	4. 165
	0. 252 
	3. 619 
	4. 443 

	lnDIS
	市场距离
	480
	8. 610 
	0. 497 
	6. 869 
	9. 365 

	GDPR
	市场规模
	480
	3. 376 
	4. 055 
	−16. 680 
	21. 390 

	[bookmark: OLE_LINK3]D1
	“一带一路”国家
	480
	0. 600 
	0. 490 
	0 
	1.000

	D2
	区域合作国家
	480
	0. 219 
	0. 414 
	0 
	1.000

	D3
	接壤国
	480
	0. 146 
	0. 353 
	0 
	1.000

	D4
	文化认同
	480
	0. 842 
	0. 365 
	0 
	1.000

	lnEX0
	SITC 0类出口额
	480
	4. 350 
	1. 870 
	0. 283 
	8. 423 

	lnEX1
	SITC 1类出口额
	413
	0. 563 
	2. 944 
	−10. 638 
	5. 636 

	lnEX2
	SITC 2类出口额
	480
	2. 851 
	2. 196 
	−7. 100 
	7. 261 

	lnEX3
	SITC 3类出口额
	475
	1. 843 
	3. 785 
	−9. 581 
	9. 149 

	lnEX4
	SITC 4类出口额
	439
	−0. 848 
	2. 516 
	−8. 004 
	4. 548 

	lnEX5
	SITC 5类出口额
	480
	5. 461 
	1. 851 
	0. 553 
	9. 563 

	lnEX6
	SITC 6类出口额
	480
	6. 830 
	1. 681 
	2. 369 
	10. 118 

	lnEX7
	SITC 7类出口额
	480
	7. 272 
	1. 679 
	3. 268 
	10. 893 

	lnEX8
	SITC 8类出口额
	480
	6. 636 
	1. 738 
	1. 726 
	9. 920

	lnEX9
	SITC 9类出口额
	429
	−0. 822 
	2. 963 
	−9. 434 
	7. 041


  注：0类为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1类为饮料及烟类，2类为燃料以外的非食用粗原料，3类为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4类为动植物油脂及油脂，5类为未列明化学名及有关产品，6类为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7类为机械及运输设备，8类为杂项制品，9类为没有分类的其他商品。

4  实证检验
4. 1  基准回归及假说1的检验
使用2009至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鉴于国别差异性和时间维度上的影响，因此选择国别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如表2所示，首先在不放入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引入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3个代理变量依次作为解释变量，得到回归结果见列（1）至列（3）；其次引入全部解释变量，得到回归结果见列（4）；再引入诸项控制变量，分别得到结果见列（5）至列（8）；最后，为观察标准走出去不同模式间的交叉作用效果，引入标准合作与标准示范的交互项，最终结果见列（9）。观察表2，所有核心解释变量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其中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模式产生的合作效应、示范效应和主导效应均为正，加入控制变量时3种标准走出去的贸易效应也均为正，标准合作与标准示范交互项也显著为正，说明标准合作进一步提升了标准示范的贸易效应。
表2  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出口贸易效应基准回归结果
	[bookmark: OLE_LINK2]变量
	被解释变量：lnEX

	
	(1)
	(2)
	(3)
	(4)
	(5)
	(6)
	(7)
	(8)
	 (9) 

	SCA
	2. 550***
(0. 053)
	
	
	2. 408***
(0. 077)
	2. 303***
(0. 299)
	
	
	2. 082***
(0. 310)
	1. 707***
(0. 400)

	lnFCP
	
	0. 042***
(0. 012)
	
	0. 042***
(0. 012)
	
	0. 040***
(0. 012)
	
	0. 040***
(0. 012)
	0. 023*
(0. 012)

	lnTIS
	
	
	1. 088***
(0. 064)
	1. 054***
(0. 061)
	
	
	4. 461***
(0. 922)
	4. 117***
(0. 892)
	4. 143***
(0. 872)

	SCAlnFCP
	
	
	
	
	
	
	
	
	0. 057*
(0. 030)

	lnDIS
	
	
	
	
	0. 160
(0. 163)
	−4. 296***
(0. 580)
	−4. 555***
(0. 575)
	−0. 033
(0. 194)
	0. 050
(0. 179)

	GDPR
	
	
	
	
	0. 011***
(0. 004)
	0. 010***
(0. 004)
	0. 011***
(0. 004)
	0. 010***
(0. 004)
	0. 010***
(0. 004)

	D1
	
	
	
	
	0. 838***
(0. 056)
	0. 808***
(0. 054)
	−2. 872***
(0. 744)
	−2. 616***
(0. 721)
	−2. 649***
(0. 704)

	D2
	
	
	
	
	0. 304
(0. 277)
	0. 296
(0. 281)
	0. 304
(0. 277)
	0. 296
(0. 281)
	0. 312
(0. 281)

	D3
	
	
	
	
	−1. 608***
(0. 293)
	−2. 514***
(0. 416)
	−2. 653***
(0. 414)
	−1. 569***
(0. 297)
	−1. 445***
(0. 313)

	D4
	
	
	
	
	0. 146*
(0. 088)
	0. 173**
(0. 085)
	0. 146*
(0. 088)
	0. 173**
(0. 085)
	0. 188**
(0. 088)

	_cons
	7. 342***
(0. 061)
	9. 565***
 (0. 111) 
	5. 963***
(0. 265) 
	3. 352***
(0. 261)
	5. 802***
(1. 474)
	45. 097***
(5. 137)
	31. 483***
(5. 679)
	−7. 553**
(3. 528)
	−8. 307***
(3. 422)

	N
	480
	473
	480
	473
	480
	473
	480
	473
	473

	
	
	
	
	
	
	
	
	
	

	AR_sq
	0. 981
	0. 981
	0. 981
	0. 981
	0. 982
	0. 982
	0. 982
	0. 982
	0. 982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1）***、**、*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后同。

根据表2估计结果，假说1在总体出口贸易层面上得到证实，中国标准走出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显著正向的出口贸易效应。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中国标准相较于发达国家标准能够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标准需求，进而降低了中国出口的技术壁垒，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出口；其次，中国标准通过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3种模式走出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标准的接受程度和出口贸易的推进都有良好的协同效应。正如表2中加入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的标准走出去模式并不是独立作用于出口贸易的，而是能为标准示范提供良好的互动机制，提供更多能实现中国标准输出的承包建设项目机会，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出口贸易。
4. 2  分样本回归及假说2的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标准走出去对不同细分类别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选择基于SITC分类对3种标准走出去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研究，考察产品层面的差异性，进而对标准走出去的贸易效应作出更全面的反映。在引入标准合作与标准示范交互项模型的基础上，同样以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加入所有控制变量，据此构建基于SITC分类结构下十大类产品贸易数据模型，分析10类产品下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出口贸易合作效应、示范效应和主导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特征，回归结果依次如表3中列（1）至列（10）所示。整体上来看，3种标准走出去模式对大部分SITC细分产品出口贸易效应产生了显著的差异性：
首先，除第1类和第9类之外，标准合作对其他八大类产品的出口贸易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这显示出国家间签订标准化合作协议有助于推进中国大部分分类商品的出口贸易；标准示范主要通过在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中实施标准输出，这种标准走出去模式主要在第6类、第7类和第9类相关产品上产生显著正向的贸易示范效应，集中体现在与基建行业相关的产品上；标准主导主要通过提升在ISO、IEC和ITU等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编制标准的话语权来产生积极的出口贸易主导效应，影响到了除第0类、第1类和第8类之外的其他类产品，但是显著性程度不同。
其次，可以观察到标准合作与标准示范交互项的贸易效应也产生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其只对第7类出口产品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第2类和第3类产品甚至出现了负效应。
综上，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标准走出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各类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即本研究的假说2得到验证。
表3  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出口贸易效应分类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EXi

	
	(1)
	(2)
	(3)
	(4)
	(5)
	(6)
	(7)
	(8)
	(9)
	(10)

	SCA
	5. 44***
(0. 459)
	2. 85
(2. 410)
	4. 82***
(0. 484)
	7. 94***
(2. 289)
	2. 62***
(0. 998)
	2. 00***
(0. 290)
	1. 56***
(0. 297)
	2. 54***
(0. 273)
	1. 78***
(0. 416)
	2. 04
(2. 255)

	lnFCP
	0. 02
(0. 017)
	0. 05
(0. 085)
	0. 05
(0. 046)
	0. 04
(0. 121)
	0. 03
(0. 073)
	−0. 01
(0. 015)
	0. 03**
(0. 014)
	0. 04***
(0. 012)
	0. 01
(0. 018)
	0. 22**
(0. 091)

	lnTIS
	2. 20
(1. 727)
	−5. 56
(5. 536)
	9. 44***
(2. 319)
	11. 90**
(4. 685)
	9. 08**
(4. 060)
	16. 84***
(1. 099)
	2. 90***
(1. 083)
	5. 73***
(0. 811)
	−1. 81
(1. 657)
	12. 85**
(5. 389)

	SCAlnFCP
	−0. 00
(0. 043)
	−0. 07
(0. 173)
	−0. 12**
(0. 062)
	−0. 40***
(0. 162)
	−0. 08
(0. 102)
	−0. 00
(0. 026)
	0. 03
(0. 031)
	0. 07**
(0. 030)
	0. 00
(0. 046)
	−0. 04
(0. 185)

	N
	473
	409
	473
	468
	435
	473
	473
	473
	473
	423

	AR_sq
	0. 976
	0. 878
	0. 912
	0. 908
	0. 865
	0. 986
	0. 984
	0. 983
	0. 962
	0. 7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别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4. 3  假说3的检验
为证明标准走出去的域内贸易互惠效应假说，选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进行回归。根据基准模型，如表4所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引入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相关代理变量依次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产生结果分别如列（1）（2）（3）所示；然后引入全部核心解释变量，得出结果入列（4）；再引入控制变量，得到回归结果分别如列（5）至列（8）；最后引入交互项（），得到回归结果如列（9）。观察可以发现，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模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均在1%置信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但是标准合作与标准示范交互项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中国标准走出去所产生的显著贸易促进效应并非仅限于单向效应，而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了双向的贸易促进效应，是实现“一带一路”互惠共赢的重要内容，因此本研究的假说3成立，即域内贸易层面上中国标准走出去具有显著正向的贸易互惠效应。
表4  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域内贸易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lnTR

	
	(1)
	(2)
	(3)
	(4)
	(5)
	(6)
	(7)
	(8)
	(9)

	SCA
	3. 333***
(0. 068)
	
	
	3. 155***
(0. 086)
	3. 410***
(0. 173)
	
	
	3. 129***
(0. 193)
	3. 134***
(0. 229)

	lnFCP
	
	0. 053***
(0. 012)
	
	0. 053***
(0. 012)
	
	0. 052***
(0. 012)
	
	0. 052***
(0. 014)
	0. 052***
(0. 014)

	lnTIS
	
	
	1. 178***
 (0. 065) 
	1. 133***
(0. 062)
	
	
	5. 895***
(0. 968)
	5. 568***
(0. 945)
	5. 567***
(0. 946)

	SCAlnFCP
	
	
	
	
	
	
	
	
	−0. 001
(0. 023)

	lnDIS
	
	
	
	
	0. 242
(0. 212)
	−6. 409***
(0. 232)
	−6. 740***
(0. 210)
	−0. 003
(0. 225)
	−0. 004
(0. 232)

	GDPR
	
	
	
	
	0. 010***
(0. 004)
	0. 009**
(0. 004)
	 0. 010***
(0. 004)
	0. 009**
(0. 004)
	0. 009**
(0. 004)

	D1
	
	
	
	
	0. 931***
(0. 057)
	0. 893***
(0. 056)
	−3. 972***
(0. 780)
	−3. 738***
(0. 762)
	−3. 738***
(0. 763)

	D2
	
	
	
	
	0. 021
(0. 080)
	0. 012
(0. 079)
	0. 021
(0. 080)
	0. 012
(0. 079)
	0. 012
(0. 079)

	D3
	
	
	
	
	−2. 779***
(0. 133)
	−4. 148***
(0. 165)
	−4. 327***
(0. 156)
	−2. 728***
(0. 138)
	−2. 730***
(0. 140)

	D4
	
	
	
	
	0. 114
(0. 086)
	0. 151**
(0. 083)
	0. 114
(0. 086)
	0. 151*
(0. 083)
	0. 151*
(0. 083)

	_cons
	7. 422***
(0. 071)
	10. 349***
(0. 011)
	6. 501***
 (0. 268) 
	3. 101***
(0. 258)
	5. 180***
(1. 929)
	63. 869***
(2. 055)
	45. 777***
(3. 869)
	−13. 012***
(3. 773)
	−13. 002***
(3. 803)

	N
	480
	473
	480
	473
	480
	473
	480
	473
	473

	AR_sq
	0. 988
	0. 988
	0. 981
	0. 988
	0. 988
	0. 988
	0. 988
	0. 988
	0. 988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5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代替变量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基准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之一标准主导采用的是中国实际承担ISO、IEC和ITU的TC和SC秘书处数量，将其替换为中国担任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负责人数（）实施稳健性检验，由此得到出口贸易总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层面上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列（1）（4）是只采用替换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两类回归结果；列（2）（5）是引入3个核心解释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3）（6）是进一步引入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可见，3种标准走出去模式下的贸易效应仍然显著为正，与表2和表4对比，估计量符号、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基本无差异，则本研究的假说1和假说3仍然成立，说明上述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5  中国标准走出去贸易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出口贸易额lnEX
	进出口贸易总额lnTR

	
	(1)
	(2)
	(3)
	(4)
	(5)
	(6)

	SCA
	
	2. 082***
(0. 310)
	1. 707***
(0. 400)
	
	3. 129***
 (0. 193) 
	3. 134***
(0. 229)

	lnFCP
	
	0. 040***
(0. 012)
	0. 023*
(0. 012)
	
	0. 052***
 (0. 012) 
	0. 052***
(0. 014)

	lnTPS
	2. 909***
(1. 009)
	2. 899***
(0. 981)
	2. 881***
(0. 969)
	3. 068***
 (1. 064) 
	3. 057***
 (1. 014) 
	3. 057***
(1. 016)

	SCAlnFCP
	
	
	0. 057*
(0. 030)
	
	
	−0. 001
(0. 023)

	_cons
	38. 470***
(5. 592)
	−1. 778
(3. 458)
	−2. 382
(3. 350)
	57. 442***
 (3. 617) 
	−2. 492
 (3. 683) 
	−2. 484
(3. 708)

	N
	480
	473
	473
	480
	473
	473

	
	
	
	
	
	
	

	AR_sq
	0. 982
	0. 982
	0. 982
	0. 988
	0. 988
	0. 988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另外，进一步将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引入SITC细分产品模型的稳健性检验中，10类产品的回归结果依次如表6中列（1）至列（10）所示。与表3的结果相比，各类回归结果核心参数的估计值大小和统计显著性水平均保持相当的稳健性，因此，标准走出去的贸易分类效应依然保持稳健性，即本研究的假说2 仍然成立。
[bookmark: _GoBack]表6  中国标准走出去对出口分类贸易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分类出口额lnEXi

	
	(1)
	(2)
	(3)
	(4)
	(5)
	(6)
	(7)
	(8)
	(9)
	(10)

	SCA
	5. 44***
(0. 459)
	2. 85
(2. 411)
	4. 82***
(0. 484)
	7. 94***
(2. 289)
	2. 62***
(0. 998)
	2. 00***
(0. 290)
	1. 56***
(0. 297)
	2. 54***
(0. 273)
	1. 78***
(0. 416)
	2. 04
(2. 255)

	lnFCP
	0. 02
(0. 017)
	0. 05
(0. 085)
	0. 05
(0. 046)
	0. 04
(0. 121)
	0. 03
(0. 073)
	−0. 01
(0. 015)
	0. 03**
(0. 014)
	0. 04***
(0. 012)
	0. 01
(0. 018)
	0. 22**
(0. 091)

	lnTPS
	1. 60
(1. 987)
	−10. 02
(6. 734)
	4. 65*
(2. 765)
	11. 40*
(6. 098)
	5. 52
(4. 926)
	3. 80***
(1. 306)
	3. 11**
(1. 278)
	3. 29***
(0. 817)
	1. 77
(2. 070)
	1. 42
(5. 344)

	SCA
lnFCP
	−0. 00
(0. 043)
	−0. 07
(0. 173)
	−0. 12**
(0. 062)
	−0. 4***
(0. 162)
	−0. 08
(0. 102)
	−0. 00
(0. 026)
	0. 03
(0. 031)
	0. 07**
(0. 030)
	0. 00
(0. 046)
	−0. 05
(0. 185)

	N
	473
	409
	473
	468
	435
	473
	473
	473
	473
	423

	
	
	
	
	
	
	
	
	
	
	

	AR_sq
	0. 976
	0. 878
	0. 912
	0. 908
	0. 865
	0. 986
	0. 984
	0. 985
	0. 962
	0. 728

	年份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别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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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2009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走出去模式下的出口贸易总效应、SITC分类产品出口贸易效应以及域内贸易效应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标准走出去在标准合作、标准示范和标准主导3种模式下均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在SITC分类产品上的出口贸易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域内贸易互惠效应。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标准走出去有助于推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但是SITC分类检验结果又说明不同类别产品上的贸易效应存在差异性，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须注重细分产品上的贸易促进效应；另外，不同的标准走出去模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这意味着在实施标准走出去过程中，应注重标准合作、标准示范以及标准主导3类模式的协同推进战略；最后，正向域内贸易互惠效应也意味着标准走出去的贸易影响并非单一受惠于中国，而是具有双边互惠效应的。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中国要在建立自有标准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中国标准走出去战略，通过建立标准合作互认平台、推进标准在国际上使用以及掌握标准制定主导权方法等协同推进中国标准国际化，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互联互通；第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实现标准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充分依托标准合作和标准主导模式，主动参与和承担国际标准化事务，加强与沿线各国建立区域经济合作，逐步建立起与“一带一路”市场需求相匹配的高质量标准体系；第三，鉴于标准示范的贸易效应，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海外工程承包项目的投融资支持，通过海外工程承包模式进一步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通过标准示范效应推进出口贸易增长；最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应当主动宣传标准走出去带来的域内贸易互惠效应，让“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放下偏见，认识到中国标准走出去是一项实现沿线国贸易互惠共赢的利好政策，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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